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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有研究关于信任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存在正向和倒U两种不同假说，且各自具有其理论基础和实证支持。为揭开结论不一致的原因，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和在位贡献理论，将信任区分为认知型信任和情感型信任以减小信任内涵的位移，并引入机会主义行为和内部地位感知作为中介变量，探讨不同类型信任对创新绩效的差异影响。基于257份企业样本的问卷调查数据，回归结果表明：认知型信任与创新绩效存在倒U型关系，机会主义行为在此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情感型信任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内部地位感知在此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实证结果揭示了不同类型的信任与创新绩效间的差异作用机制，证明了未能区分信任类型是造成信任研究结论不一致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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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veil the veil of trust: The dual mediation model of trust based on cognition and affection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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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 is inconsistent conclusion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organizational trust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 ranging from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to an inverted U-shape relationship. Our paper is aimed to reconcile past indefinite results by decomposing interorganizational trust into affective trust and cognitive trust, and introducing opportunistic behavior and perceptions of insider as mediators. Based on the data from 257 enterprise, we find that: there is an inverted U-typ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gnitive trust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n which opportunistic behavior plays a mediating role; there i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affective trust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n which perceptions of insider plays a mediating role.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inconsistent results of interorganizational trust -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re stem from the over-generalization of the concept of trust, that is, failing to divide the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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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间信任是指对合作伙伴行为或者意向的一种积极预期[1]，它被视作合作的基础，尤其在高风险的创新合作中[2,3]。然而，关于信任与创新绩效关系，现有研究结论显示出两种不同的观点。一些学者认为两者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比如，喻登科和周子新发现，信任有利于培育组织间共同利益，增强知识交流的深度和广度，进而提高合作创新绩效[4]。刘文霞和杨杰指出信任能促进组织间稀缺知识交换，增强服务外包组织的协同创新绩效[5]。然而，另一些学者却认为信任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比如，Bidault和Castello实证研究表明，合作伙伴之间的最佳的信任程度保证了合作联盟的资金投入，低于或超出这一阈值就会损害创新绩效[6]。Molina-Morales,Martínez-Fernández和Torlò表明，过度信任不仅提高了资源错误分配的风险，而且限制了新思想的产生，损害合作创新绩效[7]。综上，现有研究关于信任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的结论莫衷一是。揭开这一差异结论的原因将有助于激活中国创新动力。
Zur,Leckie和Webster将组织间信任区分为两种：认知型信任和情感型信任[8]。认知型信任的基础是组织绩效和过去合作表现，信任双方尊崇技术和正式制度；而情感型信任的基础是情感纽带，信任双方自愿超越契约为对方付出更多努力。尽管特定的组织信任关系表现为明显的认知或情感特征，很多组织间信任研究仍倾向于将其视为单一维度构念[7,9]。然而，来自创业和营销领域的相关研究已经发现不同类型的信任会产生差异的后果[10-12]，这些结论启示去探究在创新合作中，组织间认知和情感型信任的差异作用。事实上，交易成本理论指出，适度的认知型信任能够减少合作中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而提高合作绩效。然而，一旦超出一定的阈值，理性组织则倾向于利用高水平的认知型信任谋划利己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而损害合作绩效[13]。与此不同的是，情感型信任则会催生组织成员的“内部人”的感知，强化成员对自我地位的肯定和理解[1]。March和Simon提出的在位-贡献理论指出，内部地位感知使他们更愿意承担工作和责任进而促进绩效[14]。基于此，本文引入机会主义行为和内部地位感知作为中介变量探究认知和情感型信任对创新绩效的差异影响。
基于257份企业样本数据，研究借助层次分析法和Bootstrap法探究认知型信任与情感型信任对于创新绩效差异影响及其中介机制。结论具有以下几点贡献：首先，验证认知和情感型信任的差异影响为理解信任-创新绩效这对争议关系提供新了的见解。其次，通过建立基于认知和情感的双路径作用模型，丰富了信任的中介机制研究。最后，研究结论启示管理者应更加重视与合作企业的情感交流，尤其是在以“人情”和“关系”为文化特征的中国社会中。
1 理论分析与假设推导
1.1 认知型信任与创新绩效
认知型信任是基于对他人能力、过去表现的认识等，意味着施信方更加遵守彼此的契约并履行自己的义务[15]。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信任机制能够有效提高信息质量、提高交易速度并减小交易成本。当认知型信任水平提高时，组织间合作的契约精神提高，风险抵抗力增强能够完成更加困难的任务。然而，一些研究也发现了它的“黑暗面”。过度的认知信任会造成非理性认知，损害了关系规范的持续性，造成破坏性结果[16]。Inesi和Neale研究表明，对一方能力的高度信任致使监督机制真空，降低企业信息搜索能力进而抑制了创造性思维的发展[17]。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1：认知型信任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1.2 认知型信任与机会主义行为
翟学伟指出，认知型信任是超越契约关系的互相依赖和协调机制，是保证关系稳固的基础[18]。基于历史绩效的判断的认知型信任能够在绩效激励下鼓励互惠行为，有效抑制机会主义行为。机会主义行为是指合作中某一方不履行承诺、夸大需要或改变事实以实现自我利益的行为[19]。然而，当认知型信任超过某个阈值，它会转而促进机会主义行为[20]。当认知型信任高至盲目信任的状态，施信者的监督行为被弱化，增加了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可能性[21]。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2：认知型信任与机会主义行为之间存在U型关系。
1.3 机会主义行为的中介作用
基于交易成本学理论，本文认为机会主义行为能够在认知信任与创新绩效的倒U型关系中起中介作用。一方面，为减小交易成本，合作企业间建立信任机制使合作关系更可靠、可预测和忠诚，一定程度上减小了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促进了创新绩效[19]。另一方面，过度的认知信任会产生信任锁定和盲目不理性，为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实现的可能[13]。进一步地，机会主义行为损害了合作创新绩效。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3：机会主义行为在认知型信任与创新绩效的倒U型关系间起到中介作用。
1.4 情感型信任与创新绩效
情感型信任是基于组织间相互吸引和认同[22]。建立了良好情感型信任的合作组织愿意超越常规业务和专门关系而付出更多努力，满足对方的需求。情感型信任可以提高合作者之间共同承担风险的意愿，提高容错程度，有效的抵御根植于创新活动中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进而提高创新绩效[23]。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4：情感型信任与创新绩效有正相关关系。
1.5 情感型信任与内部地位感知
内部地位感知指个体在组织中对其重要程度的感知[24]。本文将其延伸到组织层面上，指企业感知自身在合作网络中的重要程度。将这一概念从个体层面拓展到组织层面，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基于高阶团队理论[25]，我们认为组织在创新网络中的内部地位感知与高管团队成员个人的网络地位感知紧密相连，高管团队成员对合作网络的主观认知判断会影响其创新决策与行为。
组织层面的内部地位感知意指组织对自身在创新网络中作为“内部人”的认知程度[24]。Shockley-Zalabak等研究表明，情感型信任有利于形成良好的情感氛围，进而感受到自身被合作网络接受，形成积极的内部地位感知[1]。因此，我们提出假设：
H5：情感型信任与内部地位感知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1.6 内部地位感知的中介作用
组织内部地位感知能够促进创新绩效。在位-贡献理论指出，重要的内部地位的感知会促进合作网络的归属感的形成，这种归属感强化了其在合作中贡献更多的力量的意愿[14]。感知到高内部地位的组织更愿意主动打破工作角色的边界，承担责任并努力完成目标[26]。这种由内部地位感知带来的积极承担责任的意愿在高不确定性的创新活动中尤为重要，它促进了合作网络成员间的风险协调，有利于创新绩效提升。因此，组织间情感型信任提高了组织成员在创新合作网络中的内部地位感知，激活了在位-贡献反馈，进而促进了创新绩效产生。基于此，我们提出假设：
H6:内部地位感知在情感型信任与创新绩效之间有着中介作用。
图1为本文的研究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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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信任双中介模型框架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验证假设模型。为避免了单一地区可能造成的统计偏差，从山东省、江苏省和安徽省选取了400家企业作为调查对象。测量问卷均来自于成熟量表，调研团队在江苏省选择了10家企业进行了预调研，研究团队与企业管理者就问卷表述和预调研效果进行多次讨论，修订问卷并成稿。为了保证问卷中组织层面的信任和创新绩效信息被准确填写，遵循以往研究，将问卷发放给任期在3年以上的管理者填写[27]。
采用现场问卷（江苏省）和电子问卷（山东省和安徽省）相结合的方式收集数据。问卷发放过程从2019年5月开始，持续到2019年8月底，共向中小企业[footnoteRef:2]发放400份问卷。回收问卷307份，剔除答案填写不完整、未识别反向编码题以及从未开展合作创新业务的无效问卷后，最终得到257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64.25%。其中，男性占61.48%，女性占38.52%；21.01%被调研者在25岁以下，42.41%被调研者在26-35岁之间，28，40%调研者在36-45岁之间，8，17%调研者在46岁以上；成立3-5年的企业占49.42%，成立6-10的企业占32.68%，成立11年以上的企业占17.90%。表1列出了被调研样本的基本特征。 [2: 工信部颁布的《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2011〕》中，对中小企业的定义为员工人数在2千人以下，年销售额在3亿元以下，且企业持有资产额在4亿以下] 

为了检验潜在的未回答偏差，对企业规模、企业年龄和产权性质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有效问卷和无效问卷之间未显示出差异。
表1被调研样本的基本特征（N=257）
	特征
	分类
	样本数
	比例（%）
	特征
	分类
	样本数
	比例（%）

	性别
	男
	158
	61.48%
	企业规模
	50人以下
	79
	30.74%

	
	女
	99
	38.52%
	
	51-100人
	63
	24.51%

	地理位置
	山东省
	106
	41.25%
	
	100-500人
	54
	21.01%

	
	江苏省
	54
	21.01%
	
	500-1000人
	42
	16.34%

	
	安徽省
	97
	37.74%
	
	1000-2000人
	19
	7.39%

	年龄
	25岁以下
	54
	21.01%
	企业年龄
	3-5年
	127
	49.42%

	
	26-35岁
	109
	42.41%
	
	6-10年
	84
	32.68%

	
	36-45岁
	73
	28.40%
	
	11年以上
	46
	17.90%

	
	46岁以上
	21
	8.17%
	所属行业
	电子信息
	29
	11.28%

	教育程度
	大专及以下
	57
	22.18%
	
	纺织服装
	45
	17.51%

	
	本科
	133
	51.75%
	
	钢铁机械
	40
	15.56%

	
	硕士
	55
	21.40%
	
	金融服务
	43
	16.73%

	
	博士
	12
	4.67%
	
	其它
	100
	38.91%


2.2变量测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因变量和中介变量均采用成熟的量表进行测量，回答基于5点李克特量表，其中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此处仅列出示例测量题项，完整测量见表2。
自变量：采用6个题项测量认知型信任[28]，示例题项为“本公司非常了解合作企业的实力和能力”；采用5个题项测量情感型信任，示例题项为“本公司能够与合作企业自由的分享想法与愿景”。
因变量：采用4个题项测量创新绩效[29]，示例题项为“公司开发新产品成功几率大”和“公司开发的新业务不断增多”。
中介变量：引入机会主义行为和内部地位感知作为中介变量。采用4个题项测量机会主义行为[19]，示例题项为“在合作中没有采取伤害对方利益的行为（反向编码）”；采用6个题项测量内部地位感知[24]，示例题项为“公司是合作关系中重要的一部分”。
控制变量：选择企业行业、企业规模、企业年龄、企业年龄平方项以及企业的产权性质作为控制变量。为了探究创新绩效，研究样本来自于高创新行业，制造业、金融业、信息服务业和商业服务业，均进行了哑变量处理。对产权性质进行哑变量处理，1代表国有企业；0代表非国有企业。除控制变量外，其它变量均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测量。
3 实证分析与结果
3.1 同源方差检验
采用匿名填写和反向编码题项从程序上减小同源方差。此外，采用Harman单因素分析方进行同源方差检验，第一因素的解释方差为27.3%，远低于50%的阈值，潜在的同源方差问题未对统计结果产生显著影响。
3.2 信效度检验
表2的信效度检验结果表明，各量表的克朗巴赫α系数和组合信度CR均大于阈值0.7，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同时，因子载荷都大于0.8且方差萃取值（AVE）均大于0.7，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效度。
表2 量表的信度和效度
	变量
	题项
	因子载荷
	解释方差
	α值
	CR
	AVE

	认知型信任
	本公司非常了解合作企业的实力和能力
	0.837
	
	
	
	

	
	鉴于合作历史，不会对合作企业的能力产生怀疑
	0.834
	
	
	
	

	
	合作单位能够帮助本公司摆脱困境
	0.880
	72.308
	0.923
	0.940
	0.723

	
	合作单位愿意为合作关系作出贡献
	0.887
	
	
	
	

	
	合作单位的工作能力受到本公司的认可
	0.859
	
	
	
	

	
	合作单位工作态度非常专业
	0.802
	
	
	
	

	情感型信任
	本公司能够与合作企业自由的分享想法与愿景
	0.855
	
	
	
	

	
	合作企业在本公司遇到困难时会提供建议并表示关心
	0.875
	
	
	
	

	
	合作企业真诚的关心本公司的利益需求
	0.867
	70.582
	0.895
	0.923
	0.706

	
	合作企业与本公司合作中投入了大量的情感
	0.829
	
	
	
	

	
	双方都将不能继续合作视为一种损失
	0.771
	
	
	
	

	机会主义行为
	在合作中没有采取伤害对方利益的行为（反向编码）
	0.882
	
	
	
	

	
	在合作过程出现过承诺未履行的行为
	0.883
	74.413
	0.884
	0.921
	0.744

	
	合作中没有夸大需求以实现本公司期望（反向编码）
	0.827
	
	
	
	

	
	合作中曾改变事实以实现本公司的期望
	0.857
	
	
	
	

	内部地位感知
	公司是合作关系中重要的一部分
	0.825
	
	
	
	

	
	本公司被包含在合作网络中
	0.885
	
	
	
	

	
	本公司是合作网络中的“局外人”（反向编码）
	0.872
	75.216
	0.934
	0.948
	0.752

	
	本公司是合作网络中的“局内人”
	0.881
	
	
	
	

	
	合作网络经常“遗忘”本公司（反向编码）
	0.878
	
	
	
	

	
	本公司未被纳入“核心”合作网络（反向编码）
	0.861
	
	
	
	

	创新绩效
	公司开发新产品成功几率大
	0.867
	
	
	
	

	
	公司开发的新业务不断增多
	0.891
	77.494
	0.902
	0.932
	0.775

	
	公司新技术水平提高
	0.898
	
	
	
	

	
	公司改进的新产品可以获得很好的市场响应
	0.865
	
	
	
	


3.3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表3呈现了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相关系数。变量间的相关性使进一步回归分析成为可能。
表3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行业
	1
	
	
	
	
	
	
	
	

	2.规模
	0.026
	1
	
	
	
	
	
	
	

	3.年龄
	0.030
	0.486**
	1
	
	
	
	
	
	

	4.企业性质
	0.072
	0.080
	0.028
	1
	
	
	
	
	

	5.认知型信任
	-0.023
	0.032
	-0.076
	-0.068
	1
	
	
	
	

	6.情感型信任
	-0.028
	-0.058
	-0.118
	-0.107
	-0.007
	1
	
	
	

	7.机会主义行为
	0.054
	0.000
	0.008
	0.017
	-0.034
	-0.023
	1
	
	

	8.内部地位感知
	-0.090
	-0.025
	-0.119
	-0.104
	0.293**
	0.351**
	-0.210**
	1
	

	9.创新绩效
	-0.035
	-0.028
	-0.125*
	-0.035
	0.171**
	0.237**
	-0.234**
	0.607*
	1

	均值
	2.520
	3.760
	6.880
	0.280
	3.228
	3.795
	3.552
	3.843
	3.545

	标准差
	0.985
	1.368
	2.969
	0.452
	0.702
	0.698
	0.593
	0.730
	0.752


注：N=257,*P<.05,**P<.01,***P<.001
3.4 回归分析
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本文对年龄和认知型信任进行中心化处理后，再求平方加入回归模型。最大方差膨胀因子值为1.78远低于阈值10，说明潜在的多重共线性未对结果产生显著影响。表4中的模型1到模型9展示了分层回归结果。
首先，模型1-模型5以创新绩效为因变量，模型1中仅包含了控制变量，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认知型信任和认知型信任的平方项，以检验认知型信任的主效应。Haans等研究表明，当回归方程中二次项显著且系数为负且转折点（-β1/2β2）在X取值范围内，即可证明倒U型关系成立[30]。表4中的模型2回归结果表明，认知型信任平方项（β=-0.557，P<0.001）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负面影响，且其转折点为0.023，在自变量的取值范围内。认知型信任主效应成立，H1得到支持。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了机会主义行为，以检验中介效应。表4中模型3结果显示，机会主义行为与创新绩效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β=-0.187，P<0.001）。机会主义行为的中介效应成立，H3得到验证。
模型4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情感型信任，以检验情感型信任的主效应。表4中模型4回归结果表明，情感型信任（β=-0.189，P<0.01）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情感型信任主效应成立，H4得到支持。模型5在模型4的基础上加入了内部地位感知，以检验中介效应。表4中模型5结果显示，内部地位感知与创新绩效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β=0.541，P<0.001）。内部地位感知中介效应成立，H5得到验证。
其次，模型6和模型7以机会主义行为为因变量，模型6仅加入了控制变量，模型7在模型6的基础上加入了认知型信任和认知型信任的平方项，以检验其与机会主义行为间关系。表4中的模型7结果表明，认知型信任平方项（β=0.148，P<0.05）对机会主义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转折点位于0.063处，处于自变量的取值范围内。因此，假设H2得到支持。
最后，模型8和模型9以内部地位感知为因变量，模型8仅加入了控制变量，模型9在模型8的基础上加入了情感型信任，以检验其与内部地位感知间关系。表4中模型9回归结果表明，情感型信任（β=0.311，P<0.001）与内部地位感知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H5得到支持。
表4 分层回归结果
	
	创新绩效
	机会主义行为
	内部地位感知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行业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企业规模
	0.038
	0.041
	0.034
	0.037
	0.018
	-0.034
	-0.036
	0.037
	0.036

	企业年龄
	0.021
	0.004
	0.001
	0.023
	0.011
	-0.026
	-0.021
	0.024
	0.024

	企业年龄2
	-0.030***
	-0.027***
	-0.026***
	-0.029***
	-0.015***
	0.008
	0.007
	-0.029***
	-0.025***

	产权性质
	-0.005
	0.004
	-0.024
	0.021
	0.065
	-0.149
	-0.151
	-0.106
	-0.081

	认知型信任
	
	0.026
	-0.022
	
	
	
	-0.021
	
	

	认知型信任2
	
	-0.557***
	-0.529**
	
	
	
	0.148*
	
	

	机会主义行为
	
	
	-0.187***
	
	
	
	
	
	

	情感型信任
	
	
	
	0.189**
	0.021
	
	
	
	0.311***

	内部地位感知
	
	
	
	
	0.541***
	
	
	
	

	常数
	3.515***
	3.931***
	4.577***
	2.768***
	1.287***
	3.618***
	3.465***
	3.933***
	2.737***

	△R2
	0.178
	0.228
	0.026
	0.029
	0.204
	0.037
	0.019
	0.175
	0.087

	Adj_R2
	0.154
	0.384
	0.409
	0.181
	0.389
	0.010
	0.022
	0.152
	0.238

	F
	7.678
	18.726
	18.716
	8.081
	19.123
	1.362
	1.643
	7.533
	10.996


注：N=257,*p<.05,**p<.01,***p<.001
进一步地，为了更好的验证中介效应，采用Bootstrap方法再次检验中介效应。表5报告了Bootstrap结果。认知型信任通过机会主义行为影响创新绩效的间接效应显著（β=-0.027，置信区间为[-0.067，-0.005]）。情感型信任通过内部地位感知影响创新绩效的间接效应显著（β=0.139，置信区间为[0.068，0.236]），H3和H6得到进一步的支持。
因此，论文中假设H1，H2，H3，H4，H5和H6都得到了支持。
表5 中介效应的Bootstrap结果
	路径
	模型
	效应值
	标准误
	95%置信区间

	认知型信任→机会主义行为→创新绩效
	总效应
	-0.550
	0.059
	[-0.666，-0.434]

	
	直接效应
	-0.522
	0.058
	[-0.637，-0.407]

	
	间接效应
	-0.027
	0.014
	[-0.067，-0.005]

	情感型信任→内部地位感知→创新绩效
	总效应
	0.194
	0.062
	[0.072，0.316]

	
	直接效应
	0.055
	0.058
	[-0.058，0.169]

	
	间接效应
	0.139
	0.042
	[0.068，0.236]


4. 研究结果讨论
4.1 研究结论
以“关系”和“人情”为文化特征的中国社会中，信任对于维系合作关系尤为重要。本文基于认知和情感视角，提供了认知型信任与创新绩效间存在倒U型关系，情感型信任与创新绩效存在积极的正向关系的实证证据。此外，机会主义行为在认知型信任与创新绩效的倒U型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而内部地位感知在情感型信任与创新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研究结论为深入探究信任与创新绩效间关系提供了一些新的洞见。
4.2 研究意义
首先，通过提出了基于认知和情感双视角的系统模型，拓展了现有的信任-创新绩效关系研究。信任与创新绩效之间不一致的关系[7]，限制了我们对信任作用的理解。本研究通过区分信任中的认知型信任和情感型信任，提供了能够理解信任积极正相关和倒U型关系的系统理论框架，也为不一致的信任-创新绩效关系研究提供了整合性的解释。
其次，通过开发基于认知和情感的双中介模型深化了对信任作用机制的理解。很多学者发现知识整合[31]和知识共享[32]可以作为信任的中介机制。本文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和在位激励理论将信任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的作用机制划分为理性治理和情感支持两方面，深化了信任作用机制研究。
最后，本研究通过发现情感型信任与创新绩效之间的积极正向关系，为情感因素在创新活动中发挥作用提供了新的证据。最近的研究渐渐注意到情感因素在组织中的重要性[33,34]，尤其是在创新活动中。与此观点一致，我们发现了情感型信任通过内部地位感知积极影响创新绩效，这启示我们需更重视情感因素在创新活动中的作用。
此外，本研究对合作创新活动具有一定的实践启示意义。从建立情感型信任角度来说，合作网络成员应当强化网络成员互动、增强成员间信息分享等，增加成员间情感联系，进而提高其内部地位感知，增强合作网络的创新能力。从管理认知型信任角度而言，企业应提高其网络控制能力，建立适当水平的认知型信任，尽力避免过度认知型信任带来的机会主义行为。
4.3 不足与展望
尽管本研究取得了对组织行为和管理实践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成果，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1）虽然问卷的编制和施测过程受到了严格的控制，但这仍然是一个时间截点的测量。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采用多时间截点收集数据的方法来提升研究结论的准确度。（2）本研究采用三年以上管理者自评的方法来测量组织的创新行为和信任感知，其结果可能会受到个体信息和认知局限影响而与实践情况有偏差，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更加客观的数据来源评价组织的信息，避免因方法造成的系统偏差。（3）虽然本研究的内部地位感知的中介作用论证建立在高阶团队理论和在位贡献理论的基础之上，其规范性仍然有待强化。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探索情感型信任与创新绩效之间其它可能的中介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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